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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匈牙利文学在中国新世纪匈牙利文学在中国
□□舒荪乐舒荪乐

匈牙利文学译介历史回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匈牙利即与

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后，两国友好关系全面发展，

领导人互访等各种形式的往来密切，各领域合作不断

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进一步加深，双方在国际事务中

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受到当时的文化策略导向，在新

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主要译介能够体现民

族斗争意识的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这其中，最多的

要数匈牙利民族主义代表诗人裴多菲。

早在1907年，鲁迅就将裴多菲同拜伦、雪莱、普希

金等大作家相提并论，并称他为“立意在反抗，旨归在

动作”、“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

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

其国于天下”。从上世纪二三十年起直

到21世纪初，中国对裴多菲的研究从未

停止。50年代开始，国内译介了一大批匈

牙利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包括费雷斯·

彼得的《考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纳吉·山多尔的《和解》（人民文学出

版社，1953年）、约卡伊·莫尔的《金人》《铁

石心肠人的儿女》（作家出版社，1953

年）、《黄蔷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年）。此外，我国译介的国际主义战士和

无产阶级作家查尔卡·马特的《查尔卡小

说选》收录了三类作品：描写帝国主义战

争、描写苏联国内战争以及揭露匈牙利社

会民主党本质的作品。另一位参加了两

次世界大战的国际主义战士伊雷什·贝拉

的两部作品《祖国的光复》和《蒂萨河在燃

烧》则分别由俄文和德文转译。现如今，

当我们回望历史时不难发现，当时特定的

国际形势和意识形态背景很大程度上影

响译介匈牙利文学时的选择，同样，当时

中国了解到的匈牙利文学也不全面。这

一时期的匈牙利文学译介主要有两个特

点：一是大多通过其他语言转译；二是选

择作品倾向性突出。

1976 年之后，经过了 10多年的沉

寂，对西欧与北美文学的译介日渐成为

外国文学译介的主流，中东欧文学的译

介传统也很快得以恢复。这其中，有一

批作品是经典重译，比如兴万生译的《裴

多菲文集》。另外，选译文学作品集的趋

势日渐明显，收录有匈牙利文学作品的

集子有《东欧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

版社，1979年）、《东欧短篇小说选》（冯植

生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匈牙

利民间故事选》（孙小芬编译，江西人民

出版社，1982年）、《匈牙利现代小说选》

（德里·蒂博尔著，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年）、《神秘的王后：匈牙利民间故事》（徐

汝舟编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东欧剧变后，我国对东欧文学的译介面

临许多的挑战，东欧文学的译介和研究

曾一度走向没落，最显明的例子便是中

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欧文学

室解散，这个曾经人丁兴旺、业绩辉煌的

团队建制不复存在；再加上出版行业的

过度市场化，无法盈利的东欧文学作品

最终没有逃过被边缘化的命运。然而，

即便如此，东欧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仍在

进行，只是动作放缓了些，经过时间的积

累和打磨，最终呈现出系列成规模体系

的翻译和研究成果。收录有匈牙利文学

的成果有：《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中

的“捷克—匈牙利”卷、《世界短篇小说精

品文库·东欧卷》《世界经典戏剧全集·东

欧卷》《世界经典散文新编·东欧卷》《东

欧国家经典散文》以及《祖国母亲爱情：匈牙利著名诗

人诗选》等。

新世纪以来匈牙利文学在中国的译介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凯尔泰斯·伊姆留获得诺贝尔

文学奖，匈牙利文学在中国逐渐受到重视。如果说中

国读者通过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认识了匈牙利文

学，那么，阅读凯尔泰斯·伊姆雷才让中国读者真正地

靠近匈牙利文学。凯尔泰斯的诺奖授奖辞称，他的作

品“以个体的脆弱体验反抗历史的野蛮强权”。裴多菲

和凯尔泰斯，一位是捐躯沙场的民族烈士，另一位则是

看透了“屈从即生存”的弱势公民，遥遥相隔一个世纪，

虽然他们的生活年代、个体经历、创作内容都不一样，

但两人的创作主旨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反抗强权，

这也是匈牙利文学史的精神写照。

2002年，当瑞典学院宣布凯尔泰斯获得当年的诺

贝尔文学奖时，全中国几乎没有人知道谁是凯尔泰斯，

这个在此之前从未走入过中国人视野的作家，激起了

所有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好奇。不过，人们迅速行

动起来，2002年底时，对凯尔泰斯的介绍便逐渐展开。

《世界文学》2002年第6期率先公布了凯尔泰斯获奖的

简讯，随后，高兴在《外国文学动态》2002年第6期撰文

介绍了作家的生平以及他的几部重要著作。凯尔泰斯

获奖，让中国读者的目光重新聚集到匈牙利文学。匈

牙利著名文学评论家瑟雷尼曾说：“以前我们的文学旗

帜上写着裴多菲的名字，现在什么人也没有了。”这话

虽有夸张的成分，但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下半叶以

来，匈牙利确实没有再出现像捷克的昆德拉、波兰的米

沃什那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不过，凯尔泰斯获

奖后，匈牙利文学译介在中国被边缘化的状态开始逐

渐得到改变。这首先体现在对凯尔泰斯作品的翻译和

研究上。作为一份译介外国文学的前沿杂志，《世界文

学》在2003年第2期推出了由旅匈学者李震翻译的《侦

探小说》《惨败》《无形的命运》《苦役日记》《另外的我》

五部作品的选译以及作家的获奖演说辞，这是凯尔泰

斯的作品第一次与我国读者见面。

2003年开始，一批从奥斯维辛之于作家的生活、创

作等角度出发探讨凯尔泰斯作品的文章相继发表；凯

尔泰斯的早期创作不被世人认可、其作品推出后不受

重视的遭遇也被研究者挖掘、剖析。而凯尔泰斯代表

作Sorstalanság的题目翻译也曾一度成为学界的探

讨热点。该作最早被译成《没有命运》，应该来自英文

标题Fatelessness。2003年的一众评论文章中，又将

该译名改成《无形的命运》。《一步一步——凯尔泰斯·

伊姆雷和他的〈一个在命运之外的人的传奇〉》一文的

作者杨宏芹为德语研究专家，她根据该著的德文题目

Roman eines Schicksallosen，将中文题目译成《一

个在命运之外的人的传奇》。2004年，此书以《命运无

常》为题出版单行本，这应该是目前为止最广为人知的

译名。不过，匈牙利文学专家许衍艺在她的研究中发

现，凯尔泰斯曾在《苦役日记》中对“命运”做过这样一

番诠释：“我将什么称作命运呢？当然是悲剧的可能

性。然而外部的决定，那耻辱的烙印将我们的生命挤

压进了特定的集权主义的一个处境中，一种无能为力

之中，使这种可能成为虚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强

加给我们的决定当成一种事实自始至终地生活在其

中，而不是生活在我们自己的（相对的）自由所带来的

必然性中，我便称之为无命运”。因此，许教授认为，该

著应该被译为《无命运的人生》。2010年，许衍艺翻译

的《无命运的人生》问世，这也是凯尔泰斯这部代表作

的第二个权威译本。2004年，凯尔泰斯的《命运无常》

《英国旗》《另一个人》《船夫日记》四部作品陆续翻译成

了中文。2014年，《清算》和《侦探故事》又被译介进来。

2006年以后，随着凯尔泰斯第一批作品的中文版

推出，对作家的研究也转向了纵深。《西西弗斯的神话

中的石头——评凯尔泰斯·伊姆雷的小说〈惨败〉》（侯

景娟，2007年）对小说《惨败》中贯穿始终的母题——西

西弗斯的神话的发展演变进行讨论，并具体分析了小

说《惨败》对这一神话的独特运用。凯尔泰斯身上背负

的奥斯维辛烙印，总是能引起研究者对其作品中“大屠

杀”主题的兴趣。《凯尔泰斯生存哲学探析》一文（阚兴

韵，2007年）一文揭示了凯尔泰斯认为奥斯维辛集中营

中的所有人都只是功能性的人，并对凯尔泰斯的这一

思想进行溯源，进而分析了作家对于现代性和集权主

义之间关系的探索。《凯尔泰斯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初探》（商金艳，2010年）一文关注的是在奥斯维辛的集

权统治下，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形成过程，及其在作品

中的呈现。基于“无命运”这一结构性诠释《论凯尔泰

斯小说的自传性书写》（孙燕君，2013年）一文考察了凯

尔泰斯小说“集中营”主题与其创伤记忆之间的内在联

系，同时通过对个体“无命运”性的探析，呈现出对集权

制度的反思。《无命运的存在性建构——试论〈无命运

的人生〉的主体性反思》（李安斌、张凡，2017年）一文从

对《无命运的人生》的隐喻性解读、主体性解读两个方

面，对作品中人的“无命运性”进行反思，并认为，人的

主体性反思可以超越“无命运”，具有荒诞感的现代人

不必选择非生即死的穷途末路，而是能够通过真正意

义上的反思达到对自我的肯定，安抚时代带给一代人

惨痛的回忆。

凯尔泰斯获奖后，作为东欧文学重镇，有好几位匈

牙利作家都进入中国读者的视线。艾斯特哈兹·彼得

是当代匈牙利文学中一个绕不开的作家，他的两部作

品《一个女人》和《赫拉巴尔之书》在2009年和2010年

被引进中国。这位作家出生在19世纪欧洲最显贵的家

族中，有人说，一个欧洲人，即使没读过彼得的作品，也

不会不知道艾斯特哈兹伯爵家族。这个家族曾经走出

过匈牙利的大臣、将军、主教和大主教。艾斯特哈兹的

祖母曾是一位法国公主，他的祖父莫里茨伯爵曾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担任过匈牙利总理。但1950年作

家出生时，这个家族早已衰败，艾斯特哈兹成了一位被

剥夺爵位的农民的儿子。一个整天踢足球的数学系青

年，成为写作领域的领头标兵，这样的事情在任何人看

来都颇为离奇，却被艾斯特哈兹视为理所当然：“我觉

得写作、足球还有数学之间是有一定联系的，都是一个

场地，这个场上有特定的规则。”艾斯特哈兹在写作时

善于创造新式词汇，经常串用拉丁语、德语、法语、英语

和各种谚语、俚语，还曾经创作过一部名为《悬》的实验

性作品，该作两百页的篇幅，从头到尾只有一句话，并

以半个前括号结尾，以示作品的开放性，正因如此，艾

斯特哈兹被称为“匈牙利的乔伊斯”，他在世时曾多次

获得过诺贝尔奖提名，是匈牙利文坛的领军人物。我

们从《一个女人》和《赫拉巴尔之书》这两部作品中，看

到了作为数学家的艾斯特哈兹在各种对立的矛盾中追

求着细腻的平衡，比如男人和女人、荒谬与严肃以及冷

峻的写作技巧与形而上学的敏感。这是多年来，他作

为一个受过专业数学训练的创作者为自己建构的文学

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艾斯特哈兹在不停破坏、重建。

而对艾斯特哈兹的作品进行中文翻译，也是对译者文

字功底、学养和耐性的一种挑战，需要他们用中文建构

一种全新的、与原文相对应的文学语言。

苏契·盖佐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太阳上》是

一个选集，前半部分是诗歌，后半部分选自他的两部故

事集《假如章鱼在克罗日瓦尔喘息》和长篇政治寓言小

说《林普普》。2017年，苏契以诗人的身份出席首届“成

都国际诗歌周”，他在诗歌周的开幕式上朗读了诗歌

《太阳上》。苏契本人拥有多重身份，他出生在罗马尼

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在历史上曾归属于匈牙利，一

战后被划到罗马尼亚，因此这个地区也成为20世纪匈

牙利人寻找身份与激情的土壤。上世纪70年代后，面

对齐奥塞斯库的独裁统治，苏契是当时少有的敢于站

出来的反抗分子，这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也为他的政

治生涯打下了基础。现在，他也是惟一一位能在罗马

尼亚和匈牙利两个国家的高层政治舞台上扮演角色的

政治家，也是他，在匈牙利政治思想领域率先提出了

“打开东大门”，成为高度重视与亚洲关系的倡导者之

一。他频繁出访中国，不仅在政治贸易领域，也在文

化、知识领域为两国的关系体系打下了新的根基，将中

国视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在苏契的作品中，会

不时出现与中国相关的元素，比如《假如章鱼在克罗日

瓦尔喘息》中的一篇《屠龙的圣乔治克罗日瓦尔兄弟》

提到了克卢日龙和中国龙的不同：“在我们这里跟在中

国不同，中国人的龙日是在春节之后。”作家说的应该

是我们的农历二月二吧。同样的，在《林普普》中，一篇

《关于灵魂、中国皇帝和长城》让人想起了卡夫卡的小

说残篇《中国长城修建时》。卡夫卡文中对中国长城修

建的想象与奥匈帝国的政治现实之间存有一定程度的

隐秘关联，这正是卡夫卡自身对国家认同方式的表

现。同样的，在这个短篇中，苏契用中国长城的意象，

表达了他努力追求理想，但却无法达到理想的现实。

他说，不论是政治家还是文学家，都是在为同样的问题

寻找答案，有朝一日，这些问题会受到关注。苏契在第

二部中文版诗集《忧伤坐在树墩上》收录的一首诗歌

《一位宇航员的日记摘抄》中向李白等唐朝诗人致敬：

“在一家名为‘死亡诗社’的北京酒吧……李白正在谈

论死亡/我插言说：——诗人们，你们对月球都知道些

什么？”

谈到李白，就必须提起另一位匈牙利作家克拉斯

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他也是李白的崇拜者。克拉斯诺

霍尔卡伊曾来过中国三次。1998年，作家被欧洲的一

家新闻组织选为世界范围内十二位有影响力的作家，

来到中国。按照要求，他选择了自己最崇拜的李白，沿

着李白的足迹走遍了泰安、曲阜、洛阳、西安、成都、重

庆等近十座古城，所到之处，他利用一切机会与中国的

作家、学者谈论李白，甚至在路上与普通行人谈论这位

“诗仙”。旅程结束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说，他所记录

的并不是诗人生前的地理行踪，而是作为诗人在本民

族中留下的情感印记。作家的散文体游记《只是星空》

便展现了一个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诗人形象。中国读

者读到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第一篇作品是他的短篇

小说《茹兹的陷阱》，刊登在《小说界》2006年第2期；两

年后，他的另一篇短篇小说《狂奔如斯》再次与中国读

者见面。直到作家2015年获得了布克国际文学奖后，

他的成名作《撒旦探戈》才被译介到中国。

匈牙利作家群与“蓝色东欧”
20世纪的匈牙利历史决定了这个国家有许多作家

走上了“流亡”的命运。他们有的从匈牙利前往海外，

有的从被分割出去的土地上回到匈牙利，而“分离”是

他们的创作中无法拭去的一抹生命底色。这些年，国

内的匈牙利文学研究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翻译了

一批这类作家的作品，这里面有马洛伊·山多尔的六部

作品：《一个市民的自白》《烛烬》《伪装成独白的爱情》

《反叛者》《分手在布达》《草叶集》。1948年，在国家的

政治文化面临巨大转折的关口，马洛伊去国离乡，开始

了逃亡的漂泊生活。他在瑞士、意大利生活过，最后客

死美国，其作品曾在匈牙利文坛消失达40年。马洛伊

去世多年后，作品才在匈牙利出版。马洛伊在《一个市

民的自白》中展现了他对一个理想“市民”的追求：平

静、郑重，充满尊严。这令人联想到《布达佩斯大饭店》

里的一句经典台词：“那个世界早在他进入之前就已经

消逝了，只不过他极为优雅地维持了那个幻象。”难怪

有中国读者感叹：马洛伊的文字中最令人感动的不是

一个人内心暗潮和时代浪潮的暗合，而是一个作家对

自己命运的确认。

另外还有一些流亡作家来自罗马尼亚境内的匈族

区，比如德拉古曼·久尔吉和巴尔提斯·阿提拉。这两

位作家的身世非常相似：80年代中后期，他们随家人从

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逃到匈牙利，当时罗马

尼亚社会的高压生活，为作家的青少年时期涂上了一

层晦暗的色彩。我们在德拉古曼的《摘郁金香的男孩》

中看到了一个十岁孩子对苦难的记忆，也在巴尔提斯

的《宁静海》中看见了社会制度对人造成的戕害，生活

在其中的人们正一点点地丧失掉灵魂和人性，沦为只

为制度而存在的僵尸。对于这些作家来说，流亡成了

思考的土壤，苦难成了写作的养分，怀疑成了观察的方

式。

自从匈牙利“向东开放”和中国建设“一带一路”和

“16+1”经贸合作以来，中国与匈牙利之间不仅在政治、

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在文化交流上也更为频

繁。与此同时，国内的翻译者也对早期的东欧文学译

介进行了深刻反思。《世界文学》主编高兴说：“在我国，

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很长一段

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

彩……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

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个既定的概

念。”因此，花城出版社自2012年起，推出了“蓝色东

欧”系列，希望让中国读者从中读到一个另一种色彩的

东欧。在“蓝色东欧”系列中被译介的匈牙利作家作品

有瓦莫什·米克洛什的《父辈书》、查特·盖佐的短篇小

说精选《遗忘的梦境》、马利亚什·贝拉的《垃圾日》和

《天堂超市》、萨博·玛格达的《壁画》和《鹿》。《父辈书》

的作者瓦莫什·米克洛什被称为匈牙利的国宝级作家，

他的这部著作是一部宏伟的家族传奇，时间背景纵跨

三百多年，记录了整个民族国家的社会变迁。马利亚

什·贝拉既是作家，也是一名画家，他的艺术作品总会

给人一种“疯狂”的感觉，曾被人拿来与查特·盖佐的小

说作类比：“马利亚什画画，就像查特·盖佐写日记：低

调但刻意地表现粗暴，几乎是用变态的方式。”我们如

果去读查特·盖佐的《遗忘的梦境》中的《弑母》和马利

亚什的《垃圾日》，就会明白这句评语的真正含义了。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些作品均是在中国第一次被译

介，且都译自匈牙利原文。这些作品中最为引人注目

的，要算萨博·玛格达——从新文化运动介绍匈牙利文

学以来，这是惟一被译介的匈牙利女作家。从20世纪

60年代开始，萨博·玛格达的作品已被译成40多种文

字在全世界发行，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无论冷战中还

是冷战后，“萨博·玛格达”都是匈牙利文学的一张国际

名片。

自2006年起，文学杂志《小说界》的“外国新小说

家”栏目先后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

斯洛、凯尔泰斯·伊姆雷、塔尔·山多尔、帕依·安德拉

什，女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诗人沃洛什·伊斯特

万、德拉古曼·久尔吉、纳吉·盖尔盖伊、蒂萨·卡塔、马

利亚什·贝拉、巴尔提斯·阿提拉、马洛伊·山多尔、桑

多·T. 卡波尔、帕尔蒂·纳吉·劳约什等人的短篇小说或

是长篇选译，这个“外国新小说家”栏目，是由旅匈翻译

家余泽民主持的。在新世纪的匈牙利小说译介方面，

余泽民功不可没，2017年的布达佩斯国际书展上，他被

授予“匈牙利文化贡献奖”。颁奖词称“他一个人相当

于一个机构，当代匈牙利文学通过他得以在中国占有

一席之地”，他在这个领域扮演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角

色”。但与匈牙利思想巨擘辈出的情况相对的是，除了

余泽民等数量极少的匈牙利文学专业译者以外，我们

很少能够找到愿意将身心扎根在文学土壤中的译者。

同样的，在对引进作品的后续研究方面，目前看来是明

显不足的。我们不缺需要介绍和研究的作品，我们缺

少的是愿意将自己奉献给两国文学交流的优秀译者和

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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